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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单元  春秋战国的政治社会变动与“华夏”观念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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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资源
资源1：牛耕的产生与推广

    牛耕法大约起源于春秋后期或春秋战国之际。牛耕的推广和普及是一个缓慢的过程。战国时代牛耕的使用还很稀少，这可以从当时的文献对牛耕记载的缺乏以及铁犁出土的罕见得到验证。出土的极为有限的战国铁犁主要分布在黄河中下游一带，犁的形制也比较简单，主要是V型犁，其犁首钝角120度左右，两侧铁叶长不及十厘米。这种犁是木制犁床，冠以铁制犁头，纵使牛耕起土也不能太深。直到西汉前期，牛耕的使用还只局限在某些特定地区，主要是黄河中下游一带， 在幅员广大的其他地区并不通晓铁犁与牛耕，而且即使在黄河中下游地区，也只有少数农家有能力使用它们。汉武帝末年，搜粟都尉赵过大力推广牛耕，并改进田器，牛耕遂逐渐普及。
        ——李恒全、李天石：《铁农具和牛耕导致春秋战国土地制度变革说质疑》，载《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5年第4期
资源2：战国秦汉时期小农家庭的形成原因

战国秦汉时期小农家庭一般是五口、占地百亩。男耕女织似乎是中国封建社会前期的一个标准的小农经济家庭生产模式。这种人口数量的形成，主要是由于商鞅变法，在其废井田、开阡陌、使民得买卖的同时，又规定“民有二男不分异者，倍其赋”
，商鞅的规定，对秦朝小农家庭人口结构有影响。汉承秦制，贾谊在《陈时政疏》中亦云：“故秦人家富子壮则出分，家贫子壮则出赘”
，所以晁错谈到农家人口时仍说“今农夫五口之家”
，这也反映出是由于中国的多子继承制度所造成的，这种制度在战国时便已成为社会习惯，到了汉代，诸子平分财产的继承制度，即已完全确立。这可以说明，五口之家一方面是受传统的理想蓝图影响，另一方面诸子平分财产制度也造成了中国封建社会小农家庭人口长期在五口上下浮动。
——洪煜：《战国秦汉时期的小农经济》，载《史学月刊》1994年第5期
资源3：春秋战国时期一些诸侯国实行重商政策的原因

    商品经济的发展繁荣必然给国家带来大量的商业税收，增强其经济实力，有利于巩固统治和争霸战争。虽然春秋战国时期田税是国家主要的财政收入，但源源不断的商业税收无疑也是各诸侯国财政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巩固统治和争霸战争发挥着重要作用。《战国策》里面的一段话说得很明白，“夫存韩安魏而利天下，此亦王之大时已。通韩之上党于共、莫，使道已通，因而关之，出入者赋之……共有其赋，足以富国。”
这里，就把征收关税作为“富国”“存韩安魏”的一个重要途径，说明关税收入是相当可观的。由此可以看出，商品经济带来的直接关税收入对于诸侯国的重要性。对此，《管子》说得更明了，把“修道途，便关市”作为“输之以财”
的重要方式之一。《孟子》曾记载了宋国大夫戴盈之和孟子商量关税税率的事情说：“去关市之征，今兹未能，请轻之，以待来年，然后已，何如？”
在戴盈之看来，如果免征关税或降低税率，就有可能要影响到国家的政治统治。
        ——吴继轩：《春秋战国时期的重商政策与商品经济的发展》，载《经济研究导刊》2009年第12期
资源4：春秋战国时期城市的发展
     伴随着道路交通和商品经济的发展，春秋战国时期兴起了一些区域性的或全国性的经济都会，如秦国的栎邑和雍、赵国的邯郸、楚国的郢、齐国的临淄等。栎邑“北却戎翟，东通三晋”，占据着通往三晋的要道，同时也在秦国通向北方边陲的道路上，因而发展成为一大都会。邯郸“北通燕、涿，南有郑、卫”；雒邑则“东贾齐、鲁，南贾梁、楚”
，这些都是当时闻名天下的大都会。这一时期因交通发达而迅速崛起的当首推被称为“天下之中”的定陶。
        ——吴继轩：《春秋战国时期商品经济发达原因探析》，载《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2期
资源5：春秋战国时期的转运贸易

转运贸易是我国最古老的商业活动。在早期文明时代，由于交通不便，从事转运贸易非常困难。至春秋战国时期，转运贸易已具有相当突出的发展。当时贩运的商品除各地土特产外，手工业产品也是重要的商品来源，如布帛、盐铁、陶器、铜器、漆器等。甚至有些商品被转运到域外。如在公元前几个世纪的朝鲜墓葬和遗址中，曾多次出土我国制造的铜镜、铜剑和燕国的“明”字刀币。这种“明”字刀币在日本冲绳岛也有出土。另在湖南等地的战国墓葬中，出土一种被称为“蜻蜓眼”的琉璃珠，与古代西亚同类产品如出一辙。且公元前4 世纪的古希腊人已称我国为“塞勒斯”（丝），可见我国通往西方的“丝绸之路”在战国就已开辟，世界贸易开始兴起
。
        ——冷鹏飞：《春秋战国时期商品经济形态的变革》，载《学术研究》1999年第10期
资源6：战国时期郡县制的发展

战国时期，由于生产的发展，边地逐渐繁荣，就在郡下分设若干县。在内地，由于征战频繁，也需置郡专司军事，最终便形成以郡统县的行政格局。这一时期郡县制的特点是：一是各国普遍设置郡县。二是各国郡县的大小规模开始趋向一致。齐虽无郡制，但实行五都制，下面设县，与郡同。三是各国郡县的性质开始趋于一致，原来的分封制逐渐取消。四是各国郡县之间有了统属关系。因而郡统县的关系也逐渐确立。尽管如此，由于战国时期各诸侯国之间长期战争，因而制度无法统一，与采邑制并存。郡县制度尚未完备。
——王明德：《论春秋战国时期贵族政治向官僚政治的转变》，载《理论导刊》2009年第3期
资源7：春秋战国之际君臣易位
    《左传》昭公三年载晋叔向与齐晏子之间的对话，晏子曰：“此季世也，吾弗知齐其为陈氏矣。公弃其民，而归于陈氏……”。叔向曰：“虽吾公室，今亦季世也……政在家门，民无所依。君日不悛，以乐慆忧。公室之卑，其何日之有？”
两人对于本国君主的失政已经确信不移，其中的原因就在于失民。《左传》昭公三十二年载赵简子与史墨探讨“季氏出其君，而民服焉”的原因，史墨的回答是：“鲁君世从其失，季氏世修其勤，民忘君矣。虽死于外，其谁矜之？社稷无常奉，君臣无常位，自古以然……民不知君，何以得国？”
史墨的话清楚地表明，春战之际世人对于君臣易位的评判标准在于得民与否，与晏子的观点是一致的，“社稷无常奉，君臣无常位，自古以然”道出了其中的残酷现实与客观规律。
        ——苏辉：《春秋战国之际的动荡格局与权力更迭》，载《中国史研究》2015年第1期
资源8：赵氏在晋国的改革
赵氏主观上为实现自身发展所做出的各项变革，客观上是促进社会性质转变的有益尝试；其最终的成功，无疑为社会的发展起到了榜样作用。其一，据《吴问》记载，赵简子进行了扩大亩制的改革，将周制的“步百为亩”变为“二百四十步”为亩，从而提高了属民的生产积极性。其二，赵简子时期，赵氏已实行田税与户税制度，往昔籍而不税的籍田制显然已被废除，此堪当赋税制度的一大进步。其三，春秋时期的郡县之设是后世中国地方行政建制的源头，铁之战
前赵简子誓师辞即表明赵氏领地在当时已有郡县之设。可见，在郡县制的形成过程中，也有赵氏之力。其四，铁之战时作为应急措施出台的各级军功赏，扩大了军功奖赏的范围，有利于调动全军上下的战斗积极性，实是后世军功爵赏制之滥觞。其五，赵襄子时期，新型的君臣关系逐渐确立，君主的绝对权威得到强化，文武分职的官僚体制也在初创之中，这些均是后世国家制度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赵氏之先进性由此可见一斑。
——白国红：《世族的崛起与春秋政治格局的演变——以晋国赵氏为个案》，载《青海社会科学》2006年第1期
资源9：“礼仪之辨”的历史作用

    在这一时期，“礼仪之辨”被反复讨论，“礼”被特别强调，而“威仪”则逐渐淡出，反映了春秋时期贵族在认识方式方面的转变。贵族社会从人伦社会之外去寻找当时社会秩序的合理根据，逐渐摆脱神学认识方式，为政治社会秩序寻找客观合理的根据。这一认识方式的转变是随着宗法制度的破坏和衰落，新的政治秩序的建立而发生的。
    春秋时期，经历着礼崩乐坏，然而不能忽视的是当时贵族们在这一时期建立新秩序的努力。在当时的维新政治发展过程中，礼、仪分立扮演了重要角色。通过对礼与仪的分辨，仪式化的政治行为由于较低的政治效用而被春秋时期的贵族们放逐到政治之外，对礼则进行了改造，贵族们或仰仗武力，或抽绎传统文化，加强了礼的政治效用。可以说，春秋时期的维新政治是伴随着礼仪分立而进行的。这种分立无疑表明了当时贵族社会认识方式的变化，甚至可以说认识方式的变化是这一时期维新政治更为核心的内容。
        ——李雷东：《“礼仪之辨”对春秋政治的影响》，载《武陵学刊》2014年第6期
资源10：稷下学宫对百家争鸣的贡献

    齐国著名的稷下学宫便是这一时期的典型例证。稷下学宫首先就是私人藏书的集中地，是聚书、读书的好地方，因而是学术研究的中心。在它存在的150余年中，先后延揽天下贤士近千人，其中代表人物有邹衍、慎到、尹文、荀子等，成为一个学者荟萃的文化中心，许多学术著作在这里问世，已知的有《管子》《宋子》《蜎子》等。学宫内容纳道、法、儒、名、农、阴阳等各家学说，共同切磋，自由争辩，互相诘难，各抒己见，为百家争鸣创造了良好的文化氛围和活跃的学术空气，促进了学术文化的繁荣。稷下学宫虽仅昙花一现，但在中国文化史上的意义则是永恒的。
——李杏丽：《春秋战国时期图书流通与诸子百家争鸣》，载《图书馆学刊》2011年第11期
资源11：蜀、夏文化互动

蜀、夏同源并长期有密切互动，在考古学方面还有若干印证。广汉三星堆遗址和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学界长期以来寻踪夏文化的重点考古遗址）出土的资料中，都有玉质礼器牙璋，在陶器方面都有封口盉、敞口觚、高柄豆；尤其是镶嵌绿松石的铜牌饰，只见于三星堆和二里头，显示了两地文化之间非同一般的关系
。两者器物之间容或有早晚，但属于双向互动则是无疑的。而作为文化因素的器物及其形制、纹饰等，一定是通过人的流动，亦即人群之间的互动，才能实现传播。
——彭邦本：《先秦古蜀与华夏的交流互动与融汇初探——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早期历程的重要个案》，载《中原文化研究》2016年第1期
资源12：周初之“夏”与华夏族群认同的差异

商末周初是氏族王国的时代，那时人的传统共同体认同是宗庙和血缘关系（祖先谱系）涵盖的氏族群体。“夏”是否代表新的共同体认同呢？这是西周初年华夏族群是否形成的关键。以“认同”这个尺度来衡量，便可知周初之“夏”尚不可谓华夏族群。周初的“夏”固然是涵盖了一个王族的共同圈子，可是这只是周人创造的概念，我们看不到夏、商两族的人对这个圈子的认同。直到春秋时代“诸夏”观念兴起，才有各氏族集团成员对自己身属“夏”族群的一致认同。周初之“夏”不仅找不到周族以外的认同，而且在周人自己，似乎也没有认同夏商两族为同一群体的意思。“夏”是王族的符号，代表一个神圣光荣的圈子，周人以进入这个圈子为自豪。周人相信在争夺“天命”和保持“天命”的政治活动中自己与两个前王族分享共同的行为规则，并且他们因此愿意学习继承前王族的精神遗产以及礼仪制度，但这些都不意味着族群认同。在西周初年的共同文化圈意识中，周人观念之核心不在于认异族为一体，而在于强调与异族的竞争关系。周初文诰颠来倒去便是如下意思：我们是由“敬德”而获得天命的，如果我们沾染恶习而背弃“德”，便会像前王族一样失去天命。这种恐惧王权地位会再次丧失的“忧患意识”，便是周初王族文化圈观念的灵魂。正因为周初之“夏”概念并不代表新的族群认同，它只是在一个超出传统氏族眼界的大文化圈中重新理解本邦作为新王族的地位，所以周人那时并不多言自己是“夏”，他们更多地还是自称“周”，称商人为“殷”。尤可注意的是，到了西周中期的文献中，无论铜器铭文还是《诗经》大、小雅，均不再见周人谈论作为王族身份和共同文化圈的“夏”，这肯定不是偶然疏漏。《大雅》是西周王畿地区的庙堂诗，从中可看出宗周贵族比较系统的政治观念，诗歌中既不再以“夏”称周邦，也不提夏、商两族先王德行遗言，只是处处言“周”，突出周王室的中心地位，这就是反映了周人政治地位巩固以后的观念变化。何以西周宗法制度确立，周人政治地位稳固便不再言“夏”，眼光反而又从大文化圈退缩到狭隘的本族中心，这个问题值得探究，因超出本文范围，容当另文商讨。但西周中期文献不再言“夏”，不再谈论大文化圈是确凿无疑的。这一事实进一步证明周初之“夏”决非华夏族群认同，否则断无此种认同再度消失的道理。
——颜世安：《华夏族群形成的重要阶段：西周初年的“夏”》，载《江海学刊》2004年第2期
资源13：夏、商、周三族有着明显的民族认同的意识

夏、商、周三族有着明显的民族认同的意识。据《国语·鲁语上》记述，有虞氏和夏、商、周三族祭祀的时候，不仅上推到本族的先王、先公，还更进一步把本族来源与黄帝族系联系起来，都自认是黄帝族的后裔。商族本属东夷族的一支，不是黄帝族的后裔，但商族也将他们的来源与黄帝联系起来。这也不是没有原因的，因为自颛顼推行宗教改革以后，东夷许多部落与黄帝族系文化已经成功的交融起来。夏、商、周三族关于本族来源的观念反映出夏、商、周三族有着一致的认同意识和归依意识。
    ——张岂之：《中国历史·先秦卷》，55页，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
资源14：秦人吸收中原文化

诸夏人才的西向入秦，不仅充实了秦国的政治智囊，而且促进了诸夏学术文化向西部的传播，促使秦人吸收中原文化，从文化和社会心理上走近及融入华夏。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作为重要学术流派之一的法家思想，不仅流传到秦国，而且成为秦国的政治指导思想。在秦国主持朝政者如商鞅、李斯均为法家代表人物，韩非子虽未及在秦国施展政治抱负，但是其政治学说对秦国影响深远。他们的活动和著述，对秦国君主专制中央集权的形成与确立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墨家、兵家、纵横家在秦国的活动也十分频繁。据《吕氏春秋》的《去私》《去宥》《首时》等篇章，秦惠文王在位时，不少墨家学派人士来到秦国，其中留下姓名的有腹黄享、唐姑果、谢子、田鸠等人。在此之后，著名儒家学者荀子造访秦国。他对秦国的所见所思，保存在《荀子》的《儒效》《强国》《性恶》《议兵》等篇章中。总之，随着中原诸夏人才西向入秦的潮流，“百家争鸣”的学术文化风气也从中原西向扩展到秦国，对秦国的政治与文化产生深刻影响。
——彭丰文：《从边缘到中心：秦人认同华夏民族的心理历程及其历史意义》，载《河北学刊》2015年第4期
资源15：华夏和少数民族的文化交流

在先秦时的历史上，少数民族主动学习华夏文化，积极吸收中原文明的例子，在古代文献中有颇多记载。据《左传》襄公十四年记载，戎子驹支对历史和现实国际政治，了如指掌，并且能赋《诗》言志。与其类似的还有吴公子季札，也是通晓《诗》《乐》，对于中原华夏文化颇为熟悉和赏识。《史记·吴太伯世家》中有详细记载。除以上所举两例外，见于《左传》《史记》等文献记载的还有晋文公之舅狐偃深明大义，精通历史，学识过人。这一切，均说明在夷狄的心目中，华夏文化对其具有强大的吸引力，这些，正是夷狄能够逐渐接受华夏文化，并在广泛的文化交流与经济往来过程中，文化差异逐渐缩小，而最终得以互相渗透混融的思想基础。
    ——郭玮：《春秋战国时期的夏、夷观》，载《中州大学学报》2004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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